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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张书维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

体的机构信任, 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将机构信任度分为

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 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 通过 2 个实验系统

探讨“公正无私, 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

意向,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进而触

发公共合作; 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

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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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

求的崇高社会理想(Sabbagh & Schmitt, 2016; 郭永

玉, 杨沈龙, 胡小勇, 2017)。从《论语》提出的“有

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圣经》(箴 14: 30)

告诫的“公义使邦国高举”, 无不体现出“公平正义比

太阳还要有光辉”1 的普遍共识。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 

对组织公平(organizational justice)已有了一套完整且

被广为使用的定义, 即指人们对组织公平性的整体

感 知 (Colquitt, Greenberg, & Zapata-Phelan, 2005; 

Greenberg, 2011; Guo & Giacobbe-Miller, 2015; 李

超平 , 王桢 , 毛凯贤 , 2016; 苗青 , 陈思静 , 宫准 , 

洪雁, 2015), 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会公平”的概

念, 用“社会公平感”来代指个体对社会公平性的整

体感知。 

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的同时, 社会发展亦动力受阻: 数据表明, 在按

劳分配领域、按要素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分配领

域和商品交换领域内广泛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 1; 

潜规则现象盛行则暴露出明显的程序不公(林炜双, 

高 腾 , 孙 李 银 , 景 怀 斌 , 2010; 易 成 非 , 姜 福 洋 , 

2014)。这一切使得社会风险有所加剧(宋林飞, 2016), 

社会稳定正在遭受威胁(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张书

维, 2015)。转型社会中, 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民众

对当权者合法性的认可(Johnson, Hegtvedt, Khanna, 

& Scheuerman, 2016; Wegener, 2000), 这构成了政

治 信 任 的 主 要 来 源 (Levi & Stoker, 2000; Tyler, 

2011a)。调查发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10 余年间, 

中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已经出现下滑态势(Wang 

& You, 2016; 孟天广, 2014), 且实际信任水平比调

查结果更低(Li, 2016)。这会导致民众各种不合作, 

如不响应各地红十字会捐款的倡议, 乃至对抗政府

的行为, 如群体性事件(Wang, Zhang, Zhou, & Feng, 

2014; 张书维, 2013a)。政民之间的不良互动模式已

成为当下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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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将《淮南子·修务训》里所描绘的“公正无

私, 一言而万民齐”由理想变为现实。本文聚焦点就

在“万民齐”即“公共合作” (public cooperation), 指

个体决定通过自身行动帮助群体、组织乃至社会变

得有效和成功(Tyler, 2011a; 张书维 , 许志国 , 徐

岩, 2014)。通常意味着克制短期私利遵守规则, 从

而有益于集体利益和长期的个人利益, 如工作场所

的角色外行为、社会生活中的自觉纳税乃至带有政

治色彩的入伍参战(Tyler, 2008, 2011b)。因此, 本研

究拟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是: 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

公共合作？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心理机制？ 

1.1  社会公平感——公共合作的前提 

社会公平被视为一种现实的或理想的状态, 它

需满足三个客观条件: 第一, 利益和负担的分配遵

循一系列原则; 第二, 政治或其他决策的制定过程

和规则体现出对个体和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 第三, 

民 众 受 到 权 威 及 相 关 人 士 有 尊 严 的 对 待 和 尊 重

(Jost & Kay, 2010)。基于客观公平的主观感知即是

社会公平感(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 以上

三条其实就对应了社会公平感的三种类型, 依次是

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和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分配公平

侧重于结果 , 即个体对于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感知

(Deutsch, 1985; Jasso, Törnblom, & Sabbagh, 2016), 

程序公平聚焦于过程 , 指个体对于决定结果的规

则、机制、过程公平性的感知(Thibaut & Walker, 

1975; Vermunt & Steensma, 2016), 互动公平则涉及

人际交往, 强调交往中个体感知到的所受对待是否

公平(Bies & Moag, 1986)。广义上讲, 互动公平亦属

于程序公平, 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和尊重包含在公平

的程序之中(Tyler, 2000), 程序公平与互动公平共

同体现出“公平过程效应”(van den Bos, 2005, 2015)。

对于社会公平感而言,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最为重

要(Jost & Kay, 2010; Vermunt & Steensma, 2016)。

基于此, 本研究主要关注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关于分配和程序公平, 组织领域已有大量的研

究 (Cropanzano & Ambrose, 2015; Greenberg & 

Colquitt, 2005; Moliner, Cropanzano, & Martínez-Tur, 

2017; 张松 , 戴春林 , 李茂平 , 2010)。一个稳健

(robust)的结论是公平感能促进个体的有效合作 , 

从而实现较高质量的社会协调 (Colquitt & Zipay, 

2015; Rankin & Tyler, 2009; Tyler, 2012)。近年来的

研究焦点开始由组织管理的微观领域向公共管理

的微观领域转变，社会公平感是政治行动的核心

(Rothmund, Becker, & Jost, 2016)。这其中, 程序公

平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尤受瞩目: 研究发现, 相对于

分配公平, 程序公平更显著地影响民众对警察的支

持与合作(Sunshine & Tyler, 2003; Tyler, 2017; van 

Damme, Pauwels, & Svensson, 2015); 程序公平受

到快乐或愤怒的情绪中介, 进而影响人们的顺从行

为(Barkworth & Murphy, 2015; Murphy & Tyler, 

2008)。当政策结果对民众不利时, 程序公平对民众

的公共政策支持行为影响更大(Wu & Wang, 2013)。

程序公平与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已在民众对法律实

施的配合行为中得到了跨情境的验证(Huq, Tyler, 

& Schulhofer, 2011); 即使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 , 

更高的程序公平, 亦能带来更多的合作与更少的反

抗(Watson & Angell, 2013)。而对于分配公平与合作

行为的关系, 虽然提出较早, 但始终未引起学界足

够的注意(张书维等, 2014)。 

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加重视程序公平, 一方面有

其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 , 是源于“只

有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性, 才能有分配结果的公平

性”这一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常识(李晔 , 龙立荣 , 

刘亚, 2003)。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分配公平在过

去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仍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李骏 , 吴晓刚 , 2012; 孟天广 , 2012; 孙明 , 

2009)。换言之, 程序公平在我国的作用, 似乎并没

有在西方情境下那么显著。尽管程序公平的概念

内涵具有东西方的相似性 , 但中国情境下的组织

公平受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更大(Guo & 

Giacobbe-Miller, 2015)。故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内探

讨分配公平及其影响, 对于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公

平问题, 具有特殊价值。张婍(2010)的研究发现, 灾

难情境下, 分配公平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合作; 非

灾难情境下, 程序公平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合作。

不过研究中仅对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进行了

测量, 缺乏操纵。另外两项问卷调查显示, 在个人

规范较低的人群中, 分配公平与荷兰小企业主的交

税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分配公平感越高, 

企业主纳税越积极(Verboon & Goslinga, 2009); 与

之相对, 较低的分配公平感使得智利民众积极参与

抗 议 示 威 (Castillo, Palacios, Joignant, & Tham, 

2015)。目前尚缺乏同一实验情境下分配公平与程

序公平影响民众公共合作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因果

研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1-3:  

H1: 高分配公平的个体比低分配公平的个体

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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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高程序公平的个体比低程序公平的个体

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H3: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于个体

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H1 和 H2 首先从个体对于公共合作的态度切入, 

H3 及后续的研究假设再进一步聚焦到行为意向上, 

这是与实际行为最接近的预测变量(Ajzen & Fishbein, 

1980;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Zhou & Wang, 

2012), H3 同时也为后续假设奠定基础。 

1.2  机构信任度——公共合作的诱因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是一个跨学科

分层次多维度的概念(Shockley, Neal, PytlikZillig, 

& Bornstein, 2016)。代表性定义如 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 (1998)将其概括为: 信任是一种心

理状态, 它基于个体对对方行为意图的积极预期而

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积极预期”的关键在于

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Colquitt, Scott, & LePine, 

2007; Levi & Stoker, 2000)。根据被信任方的层次关

系, 可划分为“横向”的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

和“纵向”的机构或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

使用“制度信任”的概念时, 是指以抽象的制度作为

对象的信任。这里关注具象的“机构信任(度)”。狭

义的机构信任一般仅指公民对政府和政治机构的

信任(王正绪, 2016); 本研究采用广义界定, 囊括组

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trust in organization)和政

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前者是个体对(所属)

组 织 可 信 度 持 有 的 积 极 信 念 (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Schoorman, Mayer, & Davis, 

2007); 后者是个体对(当地)政府可信度持有的积

极信念(Citrin & Muste, 1999; Grimmelikhuijsen & 

Knies, 2015)。因此, “机构信任”是指个体对机构可

信度持有的积极信念。由于机构能够提供更多资源

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目标, 故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机

构信任比人际信任更为重要(Khodyakov, 2007)。现

实中，它既体现着机构存续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同

时又是机构有效运行的保障。大而化之, 机构信任

是整个社会系统实现功能优化的关键所在 (Neal, 

PytlikZillig, Shockley, & Bornstein, 2016)。 

关于组织信任的维度, Mayer 等(1995)将其概括

为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和正直(integrity)。

遵循这三个维度, Mayer 和 Davis (1999)随后开发出

相应的测量问卷, 后被广泛采用。政府信任的维度

延续了这一思路, 通常使用胜任力(competence)、善

意(benevolence)与诚实(honesty)三个维度加以量化

(Grimmelikhuijsen & Knies, 2015; Zhang & Wang, 

2010; 马亮, 2016)。从中可以看出, 政府信任和组

织信任的测量如出一辙: 一边是被信任者“工具性”

的能力或胜任力, 另一边是被信任者“动机性”的意

愿和品质(Bøggild, 2016; Lu, 2014; 李艳霞, 2014)。

鉴于合作动机有“外在工具性”与“内在社会性”的双

重属性, 机构信任亦可根据性质不同区分为工具信

任(instrumental trust)和动机信任(motive-based trust) 

(Tyler, 2011b, 2016)。前者基于个体对机构做事能

力的评价, 即个体对特定机构是否可以履行职能的

积极信念, 主要是结果导向的; 后者基于个体对机

构行事动机的评价 , 即个体对特定机构是否愿意

“为民服务”的积极信念, 更多是过程导向。将机构

信任的内容划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既是对已

有组织信任与政府信任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更重要

的, 能够更全面考察机构信任样态, 厘清不同机构

信任的作用效果鉴。 

信任与合作联系紧密(Sullivan, Snyder, Sullivan, 

& Chapp, 2008)。一方面, 研究显示, 组织信任直接

影 响 着 员 工 的 工 作 态 度 和 行 为 ( 姚 琦 , 马 华 维 , 

2013), 特别是诸如组织公民行为这样的角色外行

为(方娜, 2013); 另一方面, 政府信任与合作行为存

在较稳定的正相关(Kim, 2005)。Chanley, Rudolph

和 Rahh (2000)的调查显示, 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

持度受信任水平的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越高, 民众

对牺牲自身物质利益的公益政策的支持度就越高

(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高信

任的民众对政府的相关要求会更积极的遵守和参与, 

如缴税、投票和自觉遵纪守法(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98; Tyler, 2011a; 张书维, 景怀

斌, 2014)。总之, 无论是现实中的工作场所和公共

场合(Tyler, 2011b), 还是实验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困

境(social dilemmas) (Balliet & van Lange, 2013), 大

量跨领域研究一致地揭示信任对合作与遵从行为的

正效应(Hamm et al., 2016)。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机

构信任的对象之别(组织和政府), 没有聚焦性质差

异(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因此无法辨别两种信任

在促进合作行为上的作用。 

1.3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 

作为合作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公平感

和权威信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张婍, 

王二平, 2010)。所谓“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

是指个体对权威可信度的积极信念 (Greenberg & 

Colquitt, 2005)。元分析显示, 组织情境下的分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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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程序公平均正作用于权威信任, 且程序公平的

影响更大(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这可以通过公平启发式理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加以解释——在个体进行一般公平判断时 , 

代表关系价值的程序公平比象征工具价值的分配

公平更加重要(Lind, 2001; 龙立荣, 2004)。简言之, 

公平感会影响个体对权威者的信任水平，这可看作

权威与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或互惠(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Colquitt et al., 2013), 特别是程序公

平(De Cremer, 2004; 吴玄娜, 2016)。已有研究中权

威信任的对象主要局限在组织内部, 如对管理者的

信任; 而机构信任已超越了组织的范畴。机构信任

作为更概化(generalization)和非个人化的权威信任, 

社会公平对其的作用尚缺乏实证支持。更进一步 , 

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对公共合作的间接作用

又如何表现？学界并未对此展开研究。 

一方面, 分配公平聚焦结果, 而工具信任恰是

对机构行为结果(体现在能力上)的认知与评价; 另

一方面, 程序公平聚焦过程, 而动机信任恰是对机

构行为过程(体现在意愿上)的认知与评价。据此推

论, 分配公平与工具信任之间关系更强; 程序公平

与动机信任之间关系更强。结合前面两部分 “社会

公平感是公共合作的前提; 机构信任是公共合作的

诱因”的论述, 可以对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与公共

合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4: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4a: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4b: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5: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5a: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5b: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

向的关系。 

H6: 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

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

的中介作用。 

H7: 程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

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

的中介作用。 

以上三个研究假设组合形成“民众对(权威)机

构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1.4  最后通牒博弈及免责博弈的新应用——操

纵社会公平感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是研究公

平感使用最多的决策范式(罗艺, 封春亮, 古若雷, 

吴婷婷 , 罗跃嘉 , 2013; 王赟 , 吴斌 , 李纾 , 周媛 , 

2015)。在经典 UG 范式下, 两名实验参加者分别扮

演“分配者” (proposer)和“接收者” (responder)两种

角色, 来分配一笔总额固定的现金。其中分配者有

权提出分配方案, 接收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方案。

若接受, 就按分配者的方案来分; 若拒绝, 则两人

都将一无所获(Debove, Baumard, & André, 2016; 

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这个过程

中, 无论分配者还是接收者皆为彼此匿名且随机指

定的个体, 除“实验参与者”的角色之外并不知晓对

方更多的身份信息。接收者所体会到的分配公平源

自分配者对现金的公平分配。因此, 可以利用 UG

范 式 涉 及 的 “结 果 公 平 ”实 现 对 分 配 公 平 的 操 纵

(Konow & Schwettmann, 2016; 陈叶烽 , 周业安 , 

宋紫峰, 2011)。此做法遵循传统博弈游戏决策研究

的惯用思路: 通过在分配方案中使用不同比例导致

结果差异, 来探讨接收者所做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

(李纾, 2016)。其中, 五五开的方案即分配者和接收

者各获得奖金的 50%最能代表公平(Yamagishi et 

al., 2012; 毛孟凯, 2015)。需注意, 量上的平均分配

并不必然产生分配公平 (Rasinski, 1987; 徐梦秋 , 

2001); UG 范式的适用范围限于人际层面的匿名互

动, 此时均分做法最易被认为公平。这一公平从性

质上说 , 亦属于人际公平而非社会公平(张蔚 , 张

振, 高宇, 段华平, 吴兴南, 2016)。如果将 UG 范式

拓展到个体与机构互动的层面, 则代表分配公平的

比例需要重新检验。具体说来, 当某一组织或政府

成为分配者时, 作为个体的接收者是否还满足于所

得资源的对半分成？以往研究从未涉足这一方面。

研究者将通过预实验对此加以考量。 

如果将关注点放在接收者身上, 按照“理性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接收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

的分配方案, 因为聊胜于无(Nowak, Page, & Sigmund, 

2000)。有趣的是, 大量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分配额

度的降低, 拒绝率增加(Glimcher & Fehr, 2014); 当

分配给接收者的额度比例低于 20%时, 被拒绝的概

率高达 50%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可见, 过去都聚焦在分配方案的结果

上, 并对接收者看似“非理性”的拒绝行为提出了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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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避心理(inequity aversion)的解释(Fehr & Schmidt, 

1999), 指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公平偏好。然而, 

经典 UG 范式中暗藏的程序公平过程却一直被学者

所忽视。显而易见, 分配者和接收者在实验中的地

位是不平等的: 分配者主导了分配方案, 接收者则

对分配结果拥有“发言权” (voice)。发言权被视为是

影响程序公平判断最重要的因素, 有发言权的程序

更易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林晓婉, 车宏生, 张鹏, 

王蕾, 2004)。因此, 有无发言权是程序公平研究中

最常用的一种实验操纵方法(高记, 马红宇, 2011)。发

言权效应可进一步划分为工具性发言权(instrumental 

voice)和非工具性发言权 (non-instrumental voice), 

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体对结果或决策是否有实质性

或重要性影响 (Avery & Quiñones, 2002; Hibbing 

& Theiss-Morse, 2008; Lind & Tyler, 1988)。研究表

明, 工具性发言权条件下被试知觉到的程序公平显

著 高 于 非 工 具 性 发 言 权 的 条 件 (Lind, Kanfer, & 

Earley, 1990; Platow et al., 2013),由此带来被试对分

配满意度和结果遵从度的提升(Hibbing & Theiss- 

Morse, 2008)。UG 中接收者可以拒绝分配者的分配

方案(以此惩罚分配者), 从而改变分配的结果。这

是工具性发言权效应最直接的体现。现实中, 个体

与组织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资源分配的互动时, 无

论何种类型的机构几乎无一例外的处于分配者的

强势和主导地位; 个体则基本处于接收者的弱势和

从属地位。因此, 使用 UG 来进行程序公平的操纵, 

不仅合理, 而且可行。免责博弈(impunity game, IG)

可看作 UG 的变式, 不同之处在于: 接收者的决策

只会影响他自己的所得; 无论接收者选择接受或拒

绝, 分配者都可以得到他分给自己的那部分金额; 

面对不利的分配方案, 如果接收者选择拒绝, 则自

己将一无所有(Bolton & Zwick, 1995; Yamagishi et 

al., 2012)。IG 与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无

本质区别, 不过 DG 侧重于研究分配者的心理, IG

侧重于研究接收者的心理。Yamagishi 等(2009)的实

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 IG 的情境下, 接收者拒绝极

端不公平方案的比例仍然高达 30%~40%。显然, 与

UG 相比, IG 中只可能存在非工具性发言权效应, 

因为接收者的拒绝左右不了分配结果。因此, 可用

IG 来操纵程序不公。总之, 可以通过 UG 和 IG 中

“工具性发言权的存废”这一分配规则的公平与否

来实现对程序公平的操纵, 规则公平是程序公平的

应有之义(高记, 马红宇, 2011; 林晓婉等, 2004)。 

综上, 本研究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出发, 旨在建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及变量关系示意图 
 

立个体的社会公平感通过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

的双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 同时尝试将最后通牒

博弈和免责博弈两个决策范式应用到全新领域。为

实现此目标 , 运用实验室情境设计 (scenario)的方

法对此进行系统探讨。具体而言, 通过预实验确定

分配公平的恰当比例; 实验 1 利用预实验的结果, 

在组织情境下检验 H1-H7;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

上, 于社会情境下检验 H1-H7。 

2  预实验: 确定分配公平的取值 

预实验的研究目的是为实验 1 和实验 2 用 UG

和 IG 操纵社会公平变量时, 确定分配公平的恰当

比例。在经典范式下, 绝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应是分

配者将 50%的现金留给自己; 将另外 50%的现金给

予接收者。本研究不同于传统之处在于, 扮演分配

者的是非个人化的机构。面对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机

构, 作为接收者的个体处于弱势和被保护的地位。

这一差别将可能影响到个体对资源分配结果的感

知。因此, 有必要对实验情境中分配公平的比例进

行重新检验。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为 120 名 S 大学修读《心理学导论》必修

课的公共管理类大二本科生, 平均年龄 19.4 岁(SD = 

0.78)。其中, 男 53 名, 女 67 名。参与本实验是这

门课程的一个必修环节。 

2.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的操纵变量为分配公平, 参考已有研究

的做法(Yamagishi et al., 2012),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

情况, 预设 3 个比例: 1) 分配者 90% vs. 接收者

10%; 2) 分配者 50% vs. 接收者 50%; 3) 分配者

10% vs. 接收者 90%, 构成分配公平的 3 个水平。被

试被随机分配到这 3 个实验条件下, 每个条件 40 人。 

实验材料如下:  

今年是 A 大学的 100 周年校庆2。校庆前夕, 从

                                                           
2 S 大学(被试所在学校)建校至实验时为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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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校友事务办公室”获悉, 已与某地校友会初步

达成了一笔 2000 万元的捐款意向。捐赠者要求这

笔钱须以适当比例惠及每个在校生。为保证实现这

一目的, 捐赠者提出一个特别的条件: 若每少一名

学生享受到该福利, 就会核减相应的捐款数额(具

体规则详见由校方提出的分配方案); 学校对于这

笔捐款的分配方案应征询每个学生的意见; 最后入

学校账户的捐款金额视分配结果而定。据统计, 该

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5 万人(包括本科生和硕士、

博士研究生)。现在假设你是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

科生。校方经过研究, 提出的分配方案为: 将捐款

总额的 10%/50%/90%用于学生。即拿出 200/1000/ 

1800 万元, 给 5 万名在校生每人的校园卡里充值

40/200/360 元, 算是给同学们发的“校庆费”。另悉, 

校方所获捐款的用途待定。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这部分捐款将不再直接用于学生福利。 

被试阅读完实验材料后, 需要回答是否接受这

一分配方案(1 接受; 2 拒绝)以及“作为 A 大学的一

名在校本科生, 你觉得按照校方所提出的分配比例, 

你所得的结果是否公平？”选项从“1 非常不公平”

至“5 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表示分配公平越高。 

2.2  结果 

从表 1 可知, 自变量分配公平在 3 个水平下的

均值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进一步做单因素方差

分析(one-way ANOVA), 结果为 F(2,117) = 194.11, 

p < 0.001, η2 = 0.77, 差异显著。因为预实验的目的

是要找到分配公平的低值和高值, 从而确定取值。

由实验结果来看, 分配者 90%与接收者 10%的分配

比例可作为低分配公平的实验条件; 分配者 10%与

接收者 90%的分配比例可作为高分配公平的实验

条件。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 分配公平在这两个水平

上差异显著, t(78) = −20.76, p < 0.001, Cohen's d = 

−4.64。而分配者 50%与接收者 50%分配比例之下

的分配公平值为 3.03, 接近于分配公平选项的中等

水平 3。可见, 人际互动中均等的比例并不适用于

个体与机构的互动。 

另外, 在问及被试是否接受分配方案时, 3 个

实验条件下的接受者数量差异不大(见表 1)。有意 

表 1  预实验结果 

实验条件 分配比例 a 分配公平 M (SD) 接受者数量

1 (n = 40) 90% : 10% 1.60 (0.71) 34 

2 (n = 40) 50% : 50% 3.03 (0.73) 37 

3 (n = 40) 10% : 90% 4.55 (0.55) 40 

注: n =120; a 分配比例——分配者 : 接收者。 

思的是, 当分配者仅仅给予接收者总额 10%的现金

时 , 尽管接收者此时感受到的分配公平很低(M = 

1.60, SD = 0.71), 但只有 6 名(15%)的被试选择了拒

绝。后文将结合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结果对此进一步

展开讨论。 

2.3  讨论 

预实验中设置的分配公平 3 个比例, 第一个和

第三个单从数量上来说, 是“不均”的。然而恰恰是

“分配者 10%与接收者 90%” (即 1 : 9)这一有偏的分

配, 结果在接收者眼中最最公平(M = 4.55, SD = 

0.55), 此 时 的 结 果 公 平 更 接 近 于 结 果 宜 人 性

(outcome favorability)的内涵 , 即分配的结果于个

体而言有利 , 事实上不管从概念还是经验的角度

“结果公平”与“结果宜人性”都是高相关的(van der 

Toorn, Tyler, & Jost, 2011; Bianchi et al., 2015)。得

到理想的结果是人们产生分配公平判断的必要前

提(龙立荣, 2004; 龙立荣, 刘亚, 2004)。表 1 的数

据再次说明, UG 中关于分配比例的操纵是分配公

平产生的有效手段; 且校方充当“分配者”时, 5:5 的

“平均分配”方案并不能引发高的分配公平感 , 1:9

的“按需分配”方案(相比于学校 , 学生处于弱势地

位, 因此更“需要”这笔钱)才被视为“最公平”。 

本研究作为后续研究的预实验, 为 UG 和 IG 情

境下的分配公平确定了取值: 低分配公平条件下, 

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分配比例为 90%和 10%; 高分配

公平条件下, 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分配比例为 10%和

90%。实验 1 和实验 2 将以此为根据, 对分配公平

进行实验操纵。 

3  实验 1: 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
双路径模型 

实验 1 试图在组织(某高校)情境下, 验证社会

公平与公共合作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建立社会公平

感通过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双路径模型。

实验中, 对分配公平高低的操纵使用预实验确定的

分配比例; 对高程序公平的操纵通过 UG 来实现, 

对低程序公平的操纵通过 IG 来实现(详见方法部分

的介绍)。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测量则会给被试设

置一个公共物品困境的实验情境。日常生活中人们

往往会面临短期个人利益和长期群体利益的冲突, 

如温室气体排放, 地下水污染, 渔业过度捕捞等环

境资源问题 ; 慈善机构捐款不足和各地医院频现

“血荒”等公共物品问题。此类由于个体理性导致集

体非理性的情境, 便是社会困境(陈晓萍, 2013;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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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社会困

境通常涉及两人或多人, 它具有两个属性(刘长江, 

郝芳, 2014): 1) 不管社会中其他个体怎么做, 相比

于做出合作选择, 每一个体做出非合作选择获得更

高的收益; 2) 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不合作, 那么所有

个体得到更低的收益。其中, 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 dilemmas)属于给予博弈(give-some games); 资

源困境(resource dilemmas)属于索取博弈(take-some 

games) (van Lange, Balliet, Parks, & van Vugt, 

2014)。相比于资源困境, 公共物品困境更能体现出

个体的合作程度, 因为后者意味着付出更强的努力

或放弃更大的眼前利益。比如小区居民为自己所住

的老楼加装电梯众筹资金要比居民为所在小区的

公用绿地减少破坏投入更多。因此, 本研究选取公

共物品困境作为观测个体合作意愿的实验情境, 让

被试在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之间分配资源 (陈欣 , 

赵国祥, 叶浩生, 2014; Fehr & Gintis, 2007)。对公

共账户贡献越多, 则个体短期获益越小, 相应的集

体获益越大, 说明该被试越倾向于合作。 

本实验所涉及的变量间关系如图 1 所示, 需检

验 H1-H7。 

3.1  方法 

3.1.1  被试 

被试为 150 名 S 大学选修《社会心理学》通识

课的本科生, 来自文理工 16 个不同的学院, 平均年

龄 19.5 岁(SD = 1.08), 男 54 名, 女 96 名。参与本

实验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必修环节。 

3.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为 2(分配公平: 高, 低) × 2(程序公平: 

高, 低)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条件下。所有被试

被安排在同一间大会议室内, 整个实验期间单独阅

读材料填答问卷, 在实验过程中无互动。故本研究

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仍属个体水平。实验伊始, 主试

向被试介绍实验目的、规则及报酬等信息。 

实验分 3 个步骤:  

首先, 对被试进行社会公平的操纵。让被试阅

读社会公平的实验材料。实验情境同预实验, 分配

公平的操纵由“分配比例”来实现(高分配公平: 校

方 10%, 学生 90%; 低分配公平: 校方 90%, 学生

10%), 程序公平的操纵则由“分配规则”来体现(高

程序公平: 学生若拒绝校方的分配方案, 双方均无

所得; 低程序公平: 学生若拒绝校方的分配方案 , 

只损失自己的利益, 校方所得并无影响)。 

被试阅读完这部分材料后, 填写一份包括情境

理解测试, 社会公平感操纵检验, 机构信任测量在

内的问卷一。 

其次, 收集被试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让被试

阅读第二份材料, 一个关于为校内食堂捐资的公共

物品困境3： 

近年来 , 由于物价和人力等成本的持续上涨 , 

高校食堂里的菜价也水涨船高。针对学生普遍反映

的食堂“快要吃不起”的现状, 为了保证学生的集体

权益, 同时兼顾食堂的利益, A 大学打算设立一个

名为“平价食堂”的公共基金, 旨在推动食堂降价。

公共基金通过如下方式募资: 一方面号召 A校学子

自愿捐款; 另一方面只要捐款该公共基金账户, 校

方就会以 1:1 的配套资金注入。如假设 5 万在校生

每人捐款 100 元(共 500 万元), 加上学校的等额配

套资金(500 万元), 该公共账户将拥有总计 1000 万

元的资金。这笔钱将全部用来补贴 A 大学的校内食

堂(营业性的餐厅除外), 目标是在当前水平上将校

内各食堂菜价统一下调 20%, 并力争维持较长时

间。当然, 这一目标能实现多久(三年还是三天), 要

视公共基金的财力来定——学生捐款越多, 校方相

应的配套资金也越多, 降价就越可能持久; 如果无

一人捐款, 那么学校的配套资金也将落空, 各食堂

仍维持现有售价。总之, 无论学生捐多捐少, 校方

都会在此基础上等额追加。只要“平价食堂”公共基

金设立, 在可维持的时间里, 降价的福利将惠及所

有去校内各食堂用餐的 A 校学子。 

被试阅读完这部分材料后, 要求被试填写愿意

捐出的数额(问卷二)。 

最后, 要求被试填写包括相关控制变量、个人

信息在内的问卷三。 

3.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分配公平 1 个题项, 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 同

预实验。 

程序公平 1 个题项, 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作

                                                           
3 取材自 2008 年的一则新闻——《广东学子每月伙食增加 40 元补

贴 具体尚在商讨》：“近日,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召开高校食堂工作

视频会议透露, 将按照每生每月 20 元的标准, 给予中央部门所属高

等学校学生食堂一次性临时补贴 18928 万元, 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和

高校也要按照中央标准安排补贴资金。昨日记者采访广东两所部属

院校中大和华工有关部门得知, 此项补贴是直接补给饭堂还是学生

目前仍在讨论。” http://gd.sohu.com/20080307/n255582100.shtml 如

果高校选择将此项补贴直接补给饭堂, 从某种程度上说, 无异于

“强制”学生捐款。实验情境将“中央拨款+学校配套”改为“学生捐款

+学校配套”, 以满足公共物品困境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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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 你觉得按照校方所遵

循的分配规则 , 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公平”; 选项从

“1 非常不公平”至“5 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表示程序

公平越高。 

工具信任 3 个题项, 改编自 Tyler (2011b), α = 

0.82, 如“我认为 A 大学校方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

的对策”; 选项从“1 非常不同意”至“5 非常同意”。

分值越高表示工具信任越强。 

动机信任 3 个题项, 改编自 Tyler (2011b), α = 

0.73, 如“我相信 A 大学校方所做是为了最好地维

护像我这样的 A 校学生的利益”; 选项从“1 非常不同

意”至“5 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动机信任越强。 

公共合作态度的收集, 询问被试: “作为 A 大学

的一名在校本科生, 你支持 A 大学设立‘平价食堂’

公共基金吗”, 选项从“1 完全不支持”至“5 完全支

持”。分值越高表示公共合作的态度越强。 

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收集, 询问被试: 作为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 你愿意捐出___元(≥0 的

任意金额)设立“平价食堂”公共基金。 

考虑到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即个体在相依情境中对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

定偏好(Balliet, Parks, & Joireman, 2009), 是影响社

会困境下个体合作行为最常见的人格特征(刘长江, 

郝芳, 2011; 刘朦朦, 2015; van Lange et al., 2014; 王

沛, 陈莉, 2011), 亦是一种与公平有关的人格特质

(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 因此, 本研究将

社会价值取向作为控制变量, 用经典的“三优势量

表”加以测量(刘朦朦, 2015; van Lange, De Bruin, 

Otten, & Joireman, 1997)。 

为排除被试现实中对自身学校的态度及其在

校内食堂真实就餐行为可能对实验情境产生的投

射性影响, 控制变量中还包括被试平均每周在 S 大

学(被试母校)校内食堂的用餐次数(按每日三餐来

计算; 最少 0 次, 最多 21 次); 对 S 大学校方的满意

度和可信度, 如“总体上讲, 你如何评价 S 大学校方

的可信程度”, 选项从“1 很不可信”至“5 很可信”以

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 

3.2  结果 

150 名被试中, 有 3 名被试的情境测试题4回答

有误, 故将这 3 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 147 个

                                                           
4 情境测试题置于问卷一首 , 要求被试回答 , “根据上述校方的

分配方案, 作为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如果接受, 则你获得  

元 , 同时校方获得   元/人; 如果拒绝 , 则你获得   元 , 同时校

方获得  元/人。” 

有效样本中, 男生 53 名, 女生 94 名。 

采用 SPSS 21.0 和 AMOS 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具体而言, 采用 SPSS 21.0 进行操纵检验、

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采用 AMOS 21.0 通过结构

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技术考察

社会公平通过机构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双

路径机制, 对图 1 的理论模型进行拟合。 

3.2.1  操纵检验 

分配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分配公平高

低两组的分配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分配公

平的均值为 3.52 (SD = 1.27)。对高低两组的分配公

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

(M = 2.62, SD = 1.05)显著低于高分配公平组(M = 

4.42, SD = 0.70), t (126) = 12.22, p < 0.001, Cohens 

d = −2.02。因此, 实验对“分配公平”这一变量的操

纵是有效的。 

程序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程序公平高

低两组的程序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程序公

平的均值为 2.82 (SD = 1.22)。对高低两组的程序公

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

(M = 1.82, SD = 0.64)显著低于高程序公平组(M = 

3.79, SD = 0.79), t(145) = 16.55, p < 0.001, Cohen's 

d = −2.73。因此, 实验对“程序公平”这一变量的操

纵是有效的。 

3.2.2  变量间相关与区分效度 

表 2 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关

系。其中, 第 7 项至第 11 项为控制变量: “社会价值

取向”的统计结果为竞争取向的 9 人, 个人主义取

向的 58 人, 合作取向的 75 人。另有 5 人在 9 道题

的选项中选择次数均没有达到 6 次, 故不能确定个

体的社会价值取向类型(van Lange et al., 1997)。由

于竞争取向的个体人数较少, 按照实际处理的惯例, 

将竞争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统归到亲自我取向类

型中, 而选择合作则代表被试是亲社会取向(刘朦

朦, 2015)。因此, 表 2 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划分

为亲自我取向(67 人)和亲社会取向(75 人)。从表 2

中可看出, 各控制变量与公共合作态度和行为意向

的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 后续分析中不再涉及这 5

个控制变量。 

由表 2 可初步知晓, 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与因

变量——公共合作意向显著正相关(p < 0.001), 稍

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的作用详加阐述。此外, 

公共合作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相关也达到 0.60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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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1)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分配公平操纵  –           

2 程序公平操纵  – 0.007          

3 工具信任 3.31 0.73 0.35*** 0.16*         

4 动机信任 2.83 0.73 0.19* 0.33*** 0.36***        

5 公共合作态度 3.24 1.20 0.26** 0.30*** 0.49*** 0.30***       

6 公共合作意向 165 216.66 0.44*** 0.29*** 0.44*** 0.37*** 0.60***      

7 社会价值取向 a – – 0.08 −0.04 −0.02 0.06 0.07 0.02     

8 食堂用餐次数 15 4.08 −0.03 −0.13 −0.08 0.007 0.05 −0.001 −0.02    

9  S 大学满意度 3.41 0.68 −0.05 −0.002 0.24** 0.17* 0.04 −0.006 0.08 −0.06   

10  S 大学可信度 3.73 0.67 −0.19* −0.002 0.08 0.05 0.02 0.03 −0.07 −0.03 0.55***  

11 性别 b – – 0.08 0.06 −0.03 0.23** −0.01 0.05 −0.09 0.10 0.04 0.11 

注: n = 147; a 该变量编码为 1 = 亲自我取向; 2 = 亲社会取向。b 该变量编码 1 = 男性; 2 = 女性。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一般而言, 在讨论变量间因果关系之前, 研究

者希望看到这些变量在测量上是准确的、可加以区

分的(梁建, 樊景立, 2012), 故对工具信任与动机信

任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两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05, 2 = 16.68, df = 8, p = 0.03; 

机构信任单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14, 2 = 90.47, df = 9, p < 0.001。后者的卡方值

与前者相减, 自由度亦相减, 得2 = 73.78, df = 1, 查

卡方分布表, p = 0.005 水平, 自由度为 1 的卡方值

为 7.88。73.79 显著大于 7.88 (p < 0.01)。因此, 实

验 1 将机构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是合适

的, 二者的区分效度良好。 

3.2.3  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影响 

为验证 H1 和 H2, 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为自

变量, 以公共合作态度为因变量, 进行 2×2 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 分配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45) = 

11.54, p < 0.01, η2 = 0.07; 程序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45) = 15.61, p < 0.001, η2 = 0.09; 二者的交互

效应不显著, F(1, 145) = 0.50, p = 0.48, η2 < 0.01。 

因此, H1 和 H2 得证, 即从态度上看, 分配公平

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

共合作。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正效应显著。 

3.2.4  机构信任对社会公平—公共合作意向关系

的中介 

由于机构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 因

此验证 H3 至 H7 就涉及到多重中介模型(multiple 

mediator models)的建构。根据图 1 的理论模型对

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进行拟合。因

为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是实验操纵变量, 所以需要

虚拟编码后再进入模型(李茂能, 2011)。结果如下: 

2 = 0.01, df = 1, p = 0.94; CFI = 1.00, NFI = 1.00, 

RMSEA < 0.01。模型拟合系数表明, 该结构模型

拟合情况十分理想(Hu & Bentler, 1999; 侯杰泰 ,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对公共合作意向的解释方

差 R2 = 0.36。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详见图 2。 

 

 
 

图 2  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注: n = 147; *** p <0.001, ** p <0.01, * p <0.05。 

 

由图 2 可知, 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

于个体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路径系数分别是 0.33 

(p < 0.001)和 0.19 (p < 0.01), 因此, H3 得证。同时

可见,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了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

和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动机信任亦

部分中介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公共

合作意向的关系。进一步对该中介效应做 bootstrap

检验(Li, Jiang, Yao, & Li, 2013; 江程铭 , 李纾 , 

2015), 见表 3。 

表 3 显示用 AMOS 21.0 进行的 bootstrap 检验

结果(置信区间为 90%)。由表可知, 分配公平通过

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

效应显著(β = 0.111, p < 0.0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

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亦显著(β = 0.089, p < 0.05),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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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间接效应(实验 1) 
间接效应通过 

关系 
间接效应(90%置信区间; 中介变量 

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工具信任 动机信任 

分配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111* (0.054, 0.195) 0.082 (0.034, 0.139) 0.029 (0.003, 0.064) 

程序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089* (0.031, 0.140) 0.037 (0.006, 0.078) 0.052 (0.010, 0.102) 

注: * p < 0.05。 

 
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 H4 和 H5 得证。 

接下来在双路径模型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

中介作用的大小(温忠麟, 刘红云, 侯杰泰, 2012; 温

忠麟, 叶宝娟, 2014; 张书维, 2013b)。根据表 3 所示, 

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

效应为 0.082; 分配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

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29。Mplus 检验显示二者差

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6 没有得证。同理, 根据

表 3 所示, 程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

向的中介效应为 0.052;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

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37。Mplus 检验显

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7 没有得证。 

3.3  讨论 

本实验在组织情境下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公

共合作意向的作用: 无论是分配公平还是程序公平, 

高公平感知的个体比低公平感知的个体更愿意参

与组织机构倡导的公共合作。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

社会公平感是公共合作的前提。此外, 利用 UG 和

IG, 成功实现了在组织情境下对“社会公平”的操

纵。如图 2 所示, 本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起

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当然, 由于本实验的组织

选取的是“高校”这一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 被试所

启动的“高校学生”这一身份也异于组织的普通员

工, 因此, 研究结论推广至营利性组织(如企业)内

部员工与机构的互动情境时需谨慎。更进一步, 当

个体突破组织−成员关系的束缚而置身于更一般化

的社会情境下, 面对政府机构这一更强势和权威的

组织时, 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是否仍然成立？实

验 2 将回答这个问题。 

4  实验 2: 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
双路径模型 

实验 1 证实了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影响公

共合作意向的双路径模型在组织情境下的有效性。

实验 2 希望把这一模型推广到社会情境, 当与个体

互动的机构由组织变为政府时, 图 1 所展示的理论

模型是否仍能适用？换言之, 实验 2 将在社会情境

下对 H1-H7 加以检验。 

4.1  方法 

4.1.1  被试 

被试为 169 名 S 大学选修《管理学》必修课的

公共管理类大一本科生, 平均年龄 18.7 岁(SD = 

0.89), 男 56 名, 女 113 名。参与本实验是这门课程

的一个必修环节。 

4.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仍为 2(分配公平: 高, 低) × 2(程序公平: 

高, 低)被试间设计。因变量同样是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条件下, 实验程序

与实验 1 并无二致, 但社会公平的操纵有所区别。

“就业问题”作为大学生普遍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是研究学生个体与政府机构互

动的理想启动材料(张书维, 2013a)。置身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5, 实验情境的设置也紧紧围

绕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展开, 以提高被试的卷入

度。材料中 A 市政府决定在其下辖的 D 区进行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试点, 拟拨付一笔总额 1 亿元

的专项经费予以支持。为了充分调动试点区域开展

工作的积极性, D 区可自留部分经费用于必要的行

政支出; 但这 1 亿经费须以适当比例惠及 D 区内的

每位高校应届毕业生。D 区政府经过研究提出的分

配方案中的分配比例与分配规则同实验 1, 只不过

金额变为: 个人获得 1000 元(10%)或 9000 元(90%)

的创业启动金; 相应的, D 区政府获得 9000 元/人

(90%)或 1000 元/人(10%)的行政经费(分配公平操

纵)。程序公平的操纵仍体现在 UG 和 IG 范式下被

试拒绝对分配结果的影响。限于篇幅, 不再展开6。 

                                                           
5 该口号由李克强总理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2014 夏季达沃斯论

坛”开幕式上正式提出, 详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4-12/26/ 

content_2796967.htm。本实验于 2015 年 1 月进行。 
6 为保证“专款专用”, 防止被试“骗取”启动金, 实验材料中特别说

明: 如果毕业生于当年实现非自主创业途径的就业(被用人单位雇

佣, 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或异地自主创业, 则不享受这笔

启动金, 已获得的也将被追回。另悉,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 2016 年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领指

南的通知》(粤人社函〔2016〕184 号)要求, 给予符合要求的补贴对

象按 1500 元/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详见 http://www.gdhrss.gov.cn/ 

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jy/tzgg/201601/56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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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2)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 分配公平操纵 – –         

2 程序公平操纵 – – −0.02        

3 工具信任 3.01 0.90 0.43*** 0.16*       

4 动机信任 2.75 0.83 0.16* 0.21** 0.46***      

5 公共合作态度 3.16 1.17 0.35*** 0.24** 0.58*** 0.53***     

6 公共合作意向 2548.85 3665.22 0.40*** 0.21** 0.49*** 0.39*** 0.59***    

7 社会价值取向 a – – −0.09 0.001 0.10 0.04 0.09 0.02   

8 毕业创业意愿 b – – 0.07 −0.01 −0.04 −0.11 −0.01 −0.002 −0.04  

9 性别 c – – 0.02 −0.004 0.03 0.04 0.11 0.02 −0.08 0.12 

注: n =165; a 该变量编码为 1 = 亲自我取向; 2 = 亲社会取向。b 该变量编码 1 = 是; 2 = 否。c 该变量编码 1 = 男性; 2 = 女

性。***p <0.001, ** p <0.01, * p <0.05。 

 

收集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材料是一个关于为

毕业生自主创业捐资的公共物品困境——设立一

个名为“阳光创业”的公共基金, 用于扶持自主创业

的毕业生, 具体规则与研究一的食堂情境相同, 不

再赘述。 

4.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所有题项同实验 1, 仅变换被试的身份(作为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互动对象(D 区

政府)。 

分配公平自变量操纵检验: “作为 D 区某高校

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觉得按照 D 区政府所提

出的分配比例, 你所得的结果是否公平”。 

程序公平自变量操纵检验: “作为 D 区某高校

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觉得按照 D 区政府所遵

循的分配规则, 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公平”。 

工具信任 3 个题项(Tyler, 2011b; α = 0.87), 如

“我认为 D 区政府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动机信任 3 个题项(Tyler, 2011b; α = 0.79), 如

“我相信 D 区政府所做是为了最好地维护像我这样

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利益”。 

公共合作态度的收集, 询问被试: “D 区某高校

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支持 D 区政府设立‘阳

光创业’公共基金吗” 。 

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收集, 询问被试: D 区某

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 你愿意捐出____元

(≥0 的任意金额)设立“阳光创业”公共基金。 

此外 , 选取社会价值取向、毕业后创业意愿

(“大学毕业后, 你是否会考虑自主创业”)以及性别

作为控制变量7。 

                                                           
7 考虑到被试均为(低年级)本科在读, 基本无与 S 大学所在的地方

政府打交道的经历; 因此, 实验 2 没再测量被试对本地政府的满意

度和可信度, 以保证问卷题项设置的合理自然。 

4.2  结果 

169 名被试中, 有 4 名被试的情境测试题回答

有误, 故将这 4 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 165 个

有效样本中, 男生 55 名, 女生 110 名。 

实验 2 采取的数据分析方法与实验 1 相同。 

4.2.1  操纵检验 

分配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分配公平高

低两组的分配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分配公

平的均值为 2.93 (SD = 1.38)。对高低两组的分配公

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

(M = 1.93, SD = 0.79)显著低于高分配公平组(M = 

3.95, SD = 1.08), t(149) = 13.74, p < 0.001, Cohen's 

d = −2.14。因此, 实验对“分配公平”这一变量的操

纵是有效的。 

程序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程序公平高

低两组的程序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程序公

平的均值为 2.79 (SD = 1.06)。对高低两组的程序公

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

(M = 2.08, SD = 0.78)显著低于高程序公平组(M = 

3.50, SD = 0.81), t(163) = 11.44, p <0.001, Cohen's 

d = −1.78。因此, 实验对“程序公平”这一变量的操

纵是有效的。 

4.2.2  变量间相关与区分效度 

表 4 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关系, 

其中, 第 7 项至第 9 项为控制变量: “社会价值取向”

的统计结果为竞争取向的 6 人, 个人主义取向的 60

人, 合作取向的 93 人, 另有 6 人的社会价值取向类

型未定。将竞争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统归到亲自我

取向类型中, 表 4 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划分为亲

自我取向(66 人)和亲社会取向(93 人)。 

从表 4 中可看出, 各控制变量与公共合作态度

和行为意向的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 后续分析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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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涉及这 3 个控制变量。由表 4 可初步知晓, 工具

信任和动机信任与因变量——公共合作意向显著

正相关(p < 0.001), 稍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

的作用详加阐述。此外, 公共合作态度与行为意向

的相关也达到 0.59 (p < 0.001)。 

继续对实验 2 中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区分效

度进行检验。两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01, 2 = 0.88, df = 8, p = 1.00; 机构信任单

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13, 2 = 

97.63, df = 9, p < 0.001。后者的卡方值与前者相减, 

自由度亦相减, 得2 = 96.75, df = 1, 查卡方分布表, 

p = 0.005 水平, 自由度为 1 的卡方值为 7.88。96.75

显著大于 7.88 (p < 0.01)。因此, 与实验 1 的结果一

致, 实验 2 将机构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

是合适的, 二者的区分效度良好。 

4.2.3  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影响 

为验证 H1 和 H2, 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为自

变量, 以公共合作态度为因变量, 进行 2×2 方差分

析, 结果显示: 分配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63) = 

25.25, p < 0.001, η2 = 0.13; 程序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63) = 11.91, p < 0.01, η2 = 0.06; 二者的交互

效应不显著, F(1, 163) = 0.25, p = 0.62, η2 < 0.01。 

因此, H1 和 H2 得证, 即从态度上看, 分配公平

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

共合作。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正效应显著。 

4.2.4  机构信任对社会公平—公共合作意向关系

的中介 

根据图 1 的理论模型对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

双路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如下: 2 = 0.05, df = 1, p 

= 0.82; CFI = 1.00, NFI = 1.00, RMSEA < 0.01。模型

拟合系数表明, 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对公共

合作意向的解释方差 R2 = 0.34。变量间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详见图 3。 

由图 3 可知, 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

于个体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路径系数分别是 0.26 

(p < 0.001)和 0.13 (p < 0.05), 因此, H3 得证。同时可

见,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了社会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 

 
 

图 3  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注: n = 165;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动机信任亦部分中

介社会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

关系。进一步对该中介效应做 bootstrap 检验, 见表 5。 

表 5 显示用 AMOS 21.0 进行的 bootstrap 检验

结果(置信区间为 90%)。由表可知, 分配公平通过

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

效应显著(β = 0.147, p < 0.0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

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亦显著(β = 0.087, p < 0.05), 置

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 H4 和 H5 得证。 

接下来在双路径模型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

论中介作用的大小。根据表 5 所示, 分配公平通过

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115; 

分配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

效应为 0.032。Mplus 检验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6 没有得证。同理, 根据表 5 所示, 程

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

应为 0.044;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

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43。Mplus 检验显示二者差

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7 没有得证。 

4.3  讨论 

实验 2 在社会情境下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公共

合作意向的作用: 无论是分配公平还是程序公平, 

高公平感知的个体比低公平感知的个体更愿意参

与政府机构倡导的公共合作。这一结果将实验 1 的

结论适用范围由组织扩展至社会。此外, 利用 UG

和 IG, 成功实现了在社会情境下对“社会公平”的操

纵。如图 3 所示, 本研究在社会层面检验了公共合

作的双路径模型。 
 

表 5  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间接效应(实验 2) 

间接效应通过 
关系 

间接效应(90%置信区间; 中介变

量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工具信任 动机信任 

分配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147* (0.084, 0.203) 0.115 (0.055, 0.182) 0.032 (0.005, 0.069) 

程序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087* (0.036, 0.140) 0.043 (0.011, 0.086) 0.044 (0.012, 0.084) 

注: * p <0.05。 



806 心    理    学    报 第 49 卷 

 

本实验的被试均为在校本科生, 日常生活中缺

乏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实际经验。因此, 在行为意

向上容易表现出理想化和两极分化的特点 (M = 

2548.85, SD = 3665.22)。推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历

来就是中国政府就业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张书维, 

2013a), 由于合作情境是有关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支

持, 在校生作为潜在的受惠群体, 对于此的看法是

最有前瞻性的。这有利于增强研究结论的预测力。 

5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一个预实验和两个实验室情境设

计的系列实验, 巧妙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

范式操纵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此操纵的有效性在

3 个实验中均得到有力证明, 具备较高的推广价值), 

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下个体感知的社会公平影响

公共合作意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 首先从态度

上看, 分配公平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

支持公共合作; 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低的

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其次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和主要理论贡献是在组织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上建

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外部路径由分配公

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 进

而触发公共合作。这其中, 外部路径可视为“拉力”, 

内部路径可视为“推力”, 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

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由模型可知, 分配公平对公

共合作意向的总影响为 0.448 (实验 1)和 0.419 (实

验 2); 程序公平对公共合作意向的总影响为 0.2810 

(实验 1)和 0.2211(实验 2); 前者大于后者。这一结果

表明, 分配公平较之程序公平, 更能影响个体的合

作意愿。另一方面, 工具信任对公共合作意向的影

响(实验 1, β = 0.23, p < 0.01; 实验 2, β = 0.27, p < 

0.001)大于动机信任(实验 1, β = 0.16, p < 0.01; 实

验 2, β = 0.20, p < 0.01)。这一结果说明, 能力受到

个体信任的机构, 号召力更强。由上观之, 无论对

于组织还是社会, 分配公平均主导着个体的公共合

                                                           
8 包括直接影响 0.33, 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82 和通过

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29 (见图 2 和表 3)。 
9 包括直接影响 0.26, 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115 和通过

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32 (见图 3 和表 5)。 
10 包括直接影响 0.19, 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52 和通过

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37 (见图 2 和表 3)。 
11 包括直接影响 0.13, 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44 和通过

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43 (见图 3 和表 5)。 

作。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中介效应没有显著差别, 

一方面预示二者堪比公共合作的“双引擎”, 对于分

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而言, 

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也说明, 中介起作用的机制可

能比预想的更加复杂, 对涉及中介效应大小的评估

和比较应更加审慎。 

另外, 比较公共合作态度在高分配公平低程序

公平组(实验 1, M = 3.25, SD = 1.32; 实验 2, M = 

3.33, SD = 1.18)与低分配公平高程序公平组(实验 1, 

M = 3.35, SD = 1.16; 实验 2, M = 3.05, SD = 1.05)上

的差异, 发现并不显著: 实验 1, t(69) = 0.35, p = 

0.73; 实验 2, t(81) = −1.18, p = 0.24。这一方面说明

分配公平与程序不公, 分配不公与程序公平之间对

于合作态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补偿效应; 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只要存在一种不公, 就会影响到个体

的公共合作态度。 

公共合作双路径模型的价值体现在首次探明

了个体对于机构“信什么”、“为何信”及“信之果”三

个基本问题间的因果路径, 并且进一步揭示出不同

路径间的作用效果。就实验结果来看, 外部拉力的

作用大于内部推力。类似的, 来自另一个大样本的

抽样调查研究显示, 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影响中

国居民幸福感的两大因素, 分配公平的作用大于程

序公平(蒋丽, 李锋, 方健雯, 2017)。该研究从心理

体验(幸福感)角度, 本研究从行为意向(公共合作)

出发, 均揭示出社会公平在东西方的不同机制。近

来, 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呼唤构建适

宜于东方化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 (Barkema, Chen, 

George, Luo, & Tsui, 2015; 徐淑英, 任兵, 吕力, 

2016)。本文可视为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从组

织和社会不同层面检验“西方情境下建立的公平原

则在中国是否适用”这一理论问题的边界条件(陈昭

全, 张志学, 2012)。当然, 现实中个体面对自己隶

属和熟悉的机构, 互动时可能会投入更多情感, 因

而内部推力的作用也会相应增大。双路径模型的适

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此外, 

把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的决策范式开创性地

引入社会公平研究领域, 从而将博弈关系从人际互

动扩展到人与机构的互动, 是建立双路径模型之外

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又一贡献。“旧瓶装新酒”, 用两

个决策范式来操纵社会公平的做法可谓基于传统

又有所突破。“基于传统”体现在最后通牒博弈操纵

分配(结果)公平, “有所突破”体现在免责博弈操纵

程序(规则)公平。对这一范式改造迁移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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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有利于在组织乃至社会层面检验个体决策的微

观机制, 而这可能成为未来决策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本研究涉及的合作对象涵盖了政府之外的组

织机构与政府机构自身, 组织机构以高校而非企业

为代表, 正是基于公共合作的“公共性”。从性质上

说, 公共合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 这与政府和公立

教育机构的宗旨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合作对象均为

“官方”机构 , 研究中用于测量公共合作(态度和意

向 )的公共物品困境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实验范

式。表现在: 首先, 无论是实验 1 为“平价食堂”公

共基金捐款还是实验 2 为“阳光创业”公共基金捐款, 

对所有被试来说, 分享的是未来受益的均等机会而

非与现金报酬关联的实验代币。不过二者的本质并

无区别, 都属于捐资后人人皆可享有的公共物品12, 

且满足前述社会困境的两个基本属性。其次, 本研

究对于被试的捐款数额没有设置上限, 这一方面是

基于减少限制排除干扰的考虑, 因为在决定是否捐

款前个体分配到的资金差异明显, 低分配公平条件

下的被试所得(实验 1 为 40 元; 实验 2 为 1000 元)

远少于高分配公平条件下的所得(实验 1 为 360 元; 

实验 2 为 9000 元)13;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 为了提

高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现实中, 但凡公益捐款只

求多多益善。 

尽管本研究并不关注接收者对于分配方案的

选择 , 但实验结果却一致地显示出较高的接受率

(实验 1 的总体接受率为 92.5%; 实验 2 的总体接受

率为 85.5%)。即使在最不公平的条件下(低分配公

平 和 低 程序公 平 ), 被 试 选 择 接 受的比 例 也 高 于

75%。结合预实验的结果, 可以认为当个体与机构

互动时, 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动机占了上峰; 此

外, 由于博弈对象是组织或政府, 机构的权威性也

会影响个体的服从与合作(迈尔斯, 2014)。以上两点

充分说明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的不同, 可由近年来

全国各地城市大规模拆迁中只有极少数“钉子户”

的现实中得到印证。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什么公共合

作的双路径模型中外部路径影响大于内部路径, 个

体认知的工具理性是关键。从另一个角度看, 尽管

                                                           
12 即便对于不在校内食堂用餐的被试(实验 1)或不打算毕业后自主

创业的被试(实验 2), 实验情境中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均等和

开放的, 只要他们愿意即可享有。 
13 钱数多少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捐款意向。虽然实验伊始的分

配停留在纸面, 没有让被试感受到“真金白银”; 但至少在心理账户

上, 已经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这笔钱。因此, 最后的捐款意

味着是把自己的钱往外掏。 

只有少量的接收者拒绝不公平的方案, 但大多数接

收者选择接受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他/她就觉得公平: 

实验 1 中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M = 2.62, SD = 1.05)

和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M = 1.82, SD = 0.64)以及

实验 2 中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M = 1.93, SD = 0.79)

和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M = 2.08, SD = 0.78), 均没

有达到选项的中值 3。这一结果可以成为“不平等规

避”解释的一个推广: 以往研究都关注那些拒绝者

的行为及心理——拒绝“寡”因恨“不均”; 而本研究

却发现接受者相反的选择背后却存在类似的心理

——接受“寡”亦恨“不均”。这折射出接受者的相对

剥夺感 , 形象地说就是“端起碗来吃肉 , 放下筷子

骂娘” (Zhang, Wang, & Chen, 2011)。如果说行为决

策领域聚焦的是与拒绝相关的不公平感(injustice), 

本研究则将视野拓展至与接受相关的不公平感。由

于互动对象的不同及双方地位的差异, 相似的不公

平感竟能导致相反的行为抉择。未来研究可以继续

挖掘社会情境下“不平等规避”这一共性背后的心

理及神经机制(罗艺等, 2013; 王赟等, 2015), 以及

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情绪唤起, 如生气(anger)、义愤

(outrage)等(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 

本研究的局限有以下三点: 第一, 尽管来自社

会心理学的证据一再显示行为意向对于行为有着

良好的替代性, 但对公共合作意向的观测不等于现

实中的公共合作。受制于各种因素, 实验中不可能

让被试真正捐助出一定数量的现金。未来研究可以

进一步探讨双路径模型对于公共合作真实行为的

解释力。第二, 实验中选取了被试最熟悉和相关的

情境以确保个体的卷入度, 然而高校学生自身的特

殊性使得研究结论推广至其他社会群体时需谨慎。

未来研究可以在各种群体中检验公共合作双路径

模型的适用性。第三, 本研究仅考察了社会公平感

经由机构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机制, 事实上, 

决定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来研

究可以考察其他正式因素(如决策透明度)和非正式

因素(如组织和社会认同)对公共合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 “把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14; 可见, 社会公平是贯穿

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郭永玉等 , 

2017)。同时, 对于公共合作产生过程之社会心理因

素的探讨势必有利于完整解答“合作行为是如何进

                                                           
14 详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09/c70731-24064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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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这一当今人类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王赟等, 

2016)。本研究将二者结合, 证实了社会公平是公共

合作的前提, 机构信任是公共合作的诱因。实践方

面, 无论是组织还是政府的管理者, 不能仅满足于

让组织和社会成员遵循规则, 这只是义务; 应在此

基础上谋求他们为了群体利益的自愿合作 (Tyler, 

2016)。而促进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根本在于最大

程度的确保分配资源时的分配(结果)公平和程序

(规则)公平, 并尽可能提高个体的工具信任和动机

信任。只有这样, 才能化解“社会不满” (王二平, 周

洁, 张书维, 2015), 增强政府信任(张书维, 2016), 

实现机构与个体间的良性互动。本研究的结论或可

将《淮南子》之言明晰为：公正无私, 取信于民, 一

言而万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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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ZHANG Sh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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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justice is one of human's long pursuit, as well as core value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affects their institutional trust,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their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However, for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oope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or institutional trus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process from social justice to 
public cooperation in individual-institution interaction. This research consisting of thre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 under which social justice has an impact on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public good dilemma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Furthermore, ultimatum game and 
impunity game were creatively used in individual-institution interaction to successfully manipulate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includes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 addition, institutional trust is divided into 
instrumental trust and motive-based trust. Pre-study investigated the ratio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ultimatum 
game, which was the base of study 1 and study 2. Study 1 aims to find the dual-pathway model from social 
justice to public cooperation through one pathway of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nother pathway of motive-based 
trust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Moreover, the purpose of study 2 is extending this dual-pathway model to the 
social contex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irst, people with high distributive justice we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cooper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distributive justice. Meanwhile, people with high procedural justice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cooper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procedural justice. 

Second, both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positively influence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PCI) at the same time. One the other hand, both instrumental trust and motive-based trus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PCI. This fact supported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PCI”. In general, the 
total effec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PCI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setup of the dual-pathway model to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with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in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series of studies provide some useful experimental paradigms (e.g., ultimatum game and impunity 

game) for manipulating social justice. Regarding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public cooperation in China to help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understand how to improve individuals’ cooperation with institution. 

Key words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trust; motive-based trust; ultimatum game; 

impunity game; public good dilemmas 


